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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觉决策指的是个体根据感知觉信息进行选择判断的过程，是人类适应复杂环境的基本能力。社会情境作为支持个

体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为知觉决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还通过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调节其决策行为。他人的

行为与态度往往促使个体调整自身决策方向以趋向一致。这种社会影响既可能导致决策偏差，有时也会优化行为表现，其

效应受到群体特征、同伴属性、信心及人格特质等因素的调节。驱动社会影响的动机包括提高决策准确性、获得群体认同

以及维护积极的自我概念。近年来，研究者运用强化学习、贝叶斯推断及漂移扩散模型等理论框架从不同视角探究了社会

影响的认知机制。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社会影响不仅作用于早期的知觉加工与注意分配阶段，还能通过奖赏、情绪及心

智化等高级认知过程调控知觉决策。未来研究应结合建模与神经影像技术，系统探讨社会情境影响决策的跨层次机制、长

期效应以及动态交互规律，并推动其在群体决策、人机交互与认知障碍干预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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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天都需要做出各式各样的决策。例如，

当行人到达十字路口时，需要观察周围的车流情

况，判断通过路口的时机。这种依赖感知觉信息进

行快速检测、辨别或分类判断的过程被称为知觉决

策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1］。在实验室中，

研究者通常采用随机点运动方向判断、线条长度匹

配以及颜色辨别等感知觉任务来研究知觉决策。作

为探索人类认知加工的重要途径，对知觉决策的研

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机制，还

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现实生活中，人类往往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

做出知觉决策。例如，在十字路口等待过马路时，

除了关注车流动态，还会观察他人的过街行为，以

辅助自己判断通行时机。通过观察和交流，能获取

他人的观点、态度与行为等社会信息，并将其与自

身的感知信息整合，从而做出更具适应性的决

策［2］。常言道：“人云亦云，人否亦否”，这一现

象反映了他人或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对个体的认知判

断具有深远影响［3-4］。即便是那些相对自动化、较

为稳定地反映物理世界的知觉决策过程，也难以完

全排除社会情境的作用［5］。这种来自他人或群体

对个体观念、态度与行为的影响，被称为社会影响

（social influence）。社会影响的一种典型表现是从

众（conformity），即个体调整自身态度或行为，使

其决策趋向于与群体保持一致［6-7］。除了可能导致

决策偏差，社会影响有时也能优化知觉决策的表

现，例如，双人协作训练比单独训练更能提升个体

的表现和学习速度［8］。不仅人类如此，其他动物

（如恒河猴）也能够通过观察和模仿同类的行为完

成社会学习与决策［9-10］。

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知觉决策“自下而上”的

信息处理过程：个体从外界获取的感知觉信息在感

觉皮层、感觉运动区和运动区之间逐步传递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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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以提取有效信息并引导个体做出恰当的行为反

应。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发现，社会情境能够通

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影响知觉决策过程，即社会

情境可以调节感觉与高级认知相关脑区的信息处

理，从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反应［11］。然而，关于社

会情境如何作用于早期感知觉加工、哪些因素能够

调节社会情境的影响，以及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

的计算机制与神经机制等关键问题，仍有待深入

阐明。

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有关知觉决策与社会影

响的研究。现有研究表明，社会情境不仅会改变知

觉决策的加工过程，还能提升决策的灵活性与适应

性。群体特征、同伴属性、信心水平及人格特质等

多种因素均会调节社会影响的作用强度［12-16］。本综

述结合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RL）、贝

叶斯推断（Bayesian inference）以及漂移扩散模型

（drift diffusion model，DDM） 等理论视角，阐释

了社会影响的计算机制，并基于利用脑电图

（electroencephalogram，EEG） 和功能磁共振成像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等

神经影像技术取得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了社会

影响的神经基础［17-20］。此外，本文还分析了这些发

现对于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和神经性厌食症 （anorexia nervosa，AN）

等社会认知障碍的临床应用价值。综上所述，理清

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不仅有助

于深入理解人类决策的社会属性，也为认知障碍的

诊疗、辅助设备研发以及人机交互系统的优化提供

了重要启示。

1　社会情境对知觉决策的行为影响

1.1　社会影响引发的知觉变化

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的最早研究可追溯至

1935年 Sherif［21］的开创性工作。研究者让被试在

黑暗环境下估计似动光点的运动距离。结果发现，

个体单独判断时结果差异较大，而在群体环境中，

判断逐渐收敛至群体的中位数。这表明，他人判断

能够影响个体的知觉决策。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刺

激模糊的任务中，Asch经典的线条判断实验同样

展示了社会影响的显著作用：即使多数人做出明显

错误的判断，个体也常会选择与群体保持一致。实

验后的访谈显示，约半数做出错误选择的被试坚信

自己的感知与群体一致，提示他人的错误意见可能

会扭曲个体的知觉加工［7］。

进一步实验证据表明，社会情境导致的决策变

化主要源于知觉加工过程的改变。Germar等［17］通

过颜色感知任务发现，被试在单独辨别双色方块主

色时正确率较高，但在群体决策环境中更倾向于遵

循多数人形成的判断规范，且即便脱离这一社会情

境后，所习得的规范仍能持续影响其判断 （图

1a）。在此过程中，社会影响改变了个体感觉证据

的累积过程［5］，表明他人的意见会引导个体选择

性地关注那些支持群体判断的证据特征［22］。Zhan

等［23］采用视觉形状分类任务发现，观察他人的选

择可以导致显著的知觉决策变化（即视觉分类边界

向他人的判断标准发生偏移）。更重要的是，这种

改变并非短暂的行为调整，而是形成了稳定且持久

的知觉变化，甚至长达6周之久。有趣的是，即使

是经过充分训练、形状分辨能力更强的个体，仅仅

进行 90 min 有偏差反馈的双人交互训练，也会显

著改变他们原有的知觉边界，凸显了社会影响在塑

造知觉体验方面的强大效应（图 1b）。综上所述，

社会情境能够引发稳定且持久的知觉改变，为其自

上而下调节知觉加工过程提供了有力证据。

正如谚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言，

集体智慧往往能够超越个体能力。研究发现，当个

体能准确识别并采纳高质量的社会信息时，社会影

响还能提升个体的任务表现。Bahrami 等［24］通过

光栅对比度辨别任务考察了个体在独立判断与团队

协作判断时的表现差异。实验中，参与者首先进行

独立判断，若与同伴意见不同，则需通过交流沟通

达成一致的判断。结果显示，在两人感知能力相近

时，协作判断优于个体独立判断，决策过程中对信

心的动态交流还能有效纠正错误，但当双方能力差

距较大时，协作判断反而不及高能力者的独立判

断。近期研究也发现，双人视知觉学习能显著提升

训练效果。Zhang等［8］比较了单独训练和双人互动

训练在光栅朝向辨别任务中的表现。在训练过程

中，参与者能够通过实时反馈评估自身及同伴的表

现。研究结果显示，双人互动组在辨别能力提升和

学习速率上均优于单独训练组，且提升效果与同伴

的能力密切相关，与能力更强的搭档共同训练时提

升最为显著。

社会影响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人类，同样广泛

见于动物的知觉决策和学习过程中。例如，观看同

类行为有助于恒河猴学习抽象规则。Subiaul等［9］

训练 2 只恒河猴按照特定顺序对触摸屏上显示的    

4张图片做出反应。若让它们先观察另一只猴子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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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同的任务，它们将更快地学会新的图片序列。

由于观察和反应实验中四张图片的空间位置均不

同，因此恒河猴并不是简单地通过动作模仿来学

习，而是学习了刺激–反应联结的抽象规则，并能

根据学习情况做出适当的行为反应。Meunier等［10］

的研究也表明，恒河猴能通过自发观察习得同类的

刺激-奖赏关联。这些研究表明，在人类和非人灵

长类动物的知觉决策过程中，社会影响均发挥着重

要作用，这可能源于共同的进化基础。个体通过观

察同类行为获得社会信息，或通过与群体保持一致

的行为来增强群体认同，这些都对生物个体的适应

与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社会影响的调节因素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决策时，多种因素调

节着社会影响的效应，包括群体特征和同伴属性等

外部因素，也涉及信心水平和人格特质等内在特

征。理解这些调节机制，对于准确把握社会情境下

个体行为的变化规律至关重要。

群体特征对社会影响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其中

群体规模和观点一致性是两个关键因素。研究表

明，群体规模与社会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Asch［6］发现，当报告错误答案的同伴达到3人时，

被试的从众出错率升至 31.8%，远高于仅有 1名同

伴时的错误率（3.6%），然而随着同伴数量继续增

加，错误率增长幅度显著减缓。后续研究同样发

现，当群体规模超过5人时，社会影响效应增长幅

度趋于平缓［14，25］。此外，群体观点越一致，越被

认为准确且具有规范约束力，个体也更容易受其影

响，而一旦出现不同意见，群体的社会影响力便会

显著减弱［26］。例如，当群体中出现一个选择正确

答案的伙伴时，个体服从多数人错误意见的频率骤

降至原来的 1/4［6］。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异议者的

观点本身是错误的，也能显著促进个体抵抗从众压

力并坚持自身判断［27］。

同伴属性同样会调节社会影响效应。一项关于

动物社会学习的元分析表明，同伴的熟悉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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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Paradigms for social context effects in perceptual decision-making
图1　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的研究范式

（a）多人互动训练范式。实验任务为判断双色方块的主色是橙色还是蓝色。实验包括3个阶段：基线阶段，个体单独完成任务，仅呈现自身

判断结果；学习阶段，个体与多名同伴共同完成任务，决策后呈现所有人的判断结果（同伴反应由计算机模拟，实验者通过操纵同伴反应

来营造特定的社会规范）；测试阶段，流程与基线阶段相同。（b）双人互动训练范式。实验任务是将视觉刺激分类为径向或同心模式（形

状分类任务）。每个试次包括2次决策：被试观察刺激后，先进行初次分类判断，随后呈现自己和同伴的选择结果；在修改决策阶段，被试

需要对同一刺激再次进行分类。每次分类选择后都需进行信心评估。实验分为3个阶段：前测阶段，个体单独完成任务，无社会反馈；训

练阶段，个体与一名同伴同时完成任务，每次决策后提供社会反馈（同伴反应实际由计算机模拟）；后测阶段，流程与前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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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特征会显著影响动物对社会信息的使用［28］。

例如，鸟类倾向于学习和模仿熟悉的、经验丰富的

群体成员的筑巢与迁徙行为［29-30］，而黑猩猩则更常

模仿群体中高社会地位成员的行为［31］。熟悉度往

往代表着可靠性，人们总是更倾向于信赖可靠的同

伴。研究发现，4岁人类儿童在学习新事物的语义

和形态时，明显偏好向先前提供过准确信息的人寻

求帮助［32］。社会地位同样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通常地位较高的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信服力。

Santamaría-García 等［33］发现，与高社会地位 （或

实验任务中表现更优异）的同伴协作时，个体判断

更准确且反应更迅速。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机互动在社会影响研究中

日益受到关注。同伴是真人还是机器人，以及是否

存在真人实时互动，这些人际因素显著调节社会影

响的效应。Vollmer等［15］发现，成年人容易受到人

类群体的影响而产生从众行为，但能够有效抵抗由

3个机器人形成的群体压力。Qin等［34］则观察到，

在人机混合群体（例如1个机器人和3个人类同伴）

中，个体会表现出与纯人类群体相似程度的从众行

为。这一表面上的矛盾可能源于群体构成的差异：

当人类在混合群体中占多数时，个体易接受少数机

器人的存在并展示出从众行为；但当机器人占多数

时，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可能会提高个体对刺激的

敏感性，增强其抵制从众的能力。Duderstadt等［35］

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即使将互动对象替换为计算机

算法，仍然能施加显著的社会影响，导致个体知觉

决策的改变。然而，真人实时互动能产生更强的社

会影响。Zhan等［23］研究表明，即使离线呈现同伴

的选择，个体的知觉决策也会受到影响；而当真人

同伴实时参与任务时，这种即时互动将显著增强社

会影响效应。

除外部环境因素外，社会影响还受到个体内部

认知特性的调节。决策通常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信

心。作为监控不确定性的一种元认知过程，信心直

接影响个体对社会信息的依赖程度和整合方

式［36-37］。“不确定时复制”（copy when uncertain）

的社会学习策略为信心影响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个体对自身判断缺乏信心，或认为同伴提供

的信息更可靠时，更有可能关注社会信息、寻求建

议并调整决策［36，38］。相反，个体对自己的判断越

自信时，越不容易受他人影响［13，23］，且能更有效

地影响他人决策［39］。在集体决策中，信心交流有

助于校正错误及优化决策。Koriat［40］发现，即使

缺乏实时互动，仅通过选择更自信成员的意见，也

能重复Bahrami等［24］“合作判断优于独立判断”的

研究发现。然而，Koriat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信心

往往反映的是群体共识（consensus）而非决策准

确性。因此当多数人判断失误时，依赖高信心者的

判断反而可能降低合作判断的质量。以上研究表

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信心水平是调节个

体与社会信息整合过程的关键变量。

人格特质与发展水平也是调节社会影响效应的

关键因素。研究显示，与普通儿童相比，孤独症谱

系儿童较少表现出从众行为，自闭特质量表

（autism spectrum quotient，AQ） 得分与从众倾向

呈负相关［16］。在成年人群体中也存在类似规律，

自闭特质低（表现为更高的社交技能）、外倾性高

的个体对社会信息更加敏感［23］。近期研究表明，

个体对社会影响的易感性会调节知觉偏差的效应，

高易感性个体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干扰，从而导

致其决策准确率显著降低［41］。此外，具有集体主

义倾向的个体更偏好使用社会信息而不是个体信

息［37］。发展视角下，社会影响效应呈现明显的年

龄相关变化。随着大脑逐渐发育成熟，青少年对社

会影响的敏感度显著上升。研究发现，4岁儿童决

策已会受到社会信息的影响（采用Asch实验范式，

超过1/3试次服从错误答案），但此时主要表现为行

为调整而非知觉加工的改变［42］。7岁儿童使用社会

信息的程度显著低于10岁和13岁儿童［43］。关键转

变出现在12~14岁：此阶段儿童的判断开始稳定地

受到他人决策的影响，计算建模分析进一步表明，

社会影响已能导致感知觉加工本身的改变［12］，提

示青春早期是社会影响作用机制由表层反应深化至

知觉加工水平的关键阶段。

综上所述，各种外部或内部调节因素共同构成

了社会影响动态变化的复杂机制。这一过程不仅体

现了个体与环境的持续互动，也揭示出社会影响独

特的认知与神经基础。未来研究应进一步结合发展

和神经科学视角，深入剖析不同调节因素的作用机

制及其交互效应，同时关注这些发现在社会适应与

临床干预中的转化价值。

1.3　社会影响的基本动机

个体调整决策以趋同于群体或他人的过程受到

多种因素的共同调节。然而，个体在社会情境中为

何会主动调整自己的判断？理解社会影响产生的原

因是深入揭示社会情境如何作用于知觉决策的重要

前提。对此，已有研究深入探讨了社会影响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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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机制，认为驱动个体调整决策的核心动机主要

包括3类：获取更准确信息的渴望、获得群体认同

的需求，以及维持积极自我概念的意愿［3］。

一方面，个体通常希望在决策前获取更多信息

与证据以提高准确性。但由于自身能获得的信息有

限，个体往往将他人的观点视为有益补充。个体通

过整合社会信息来提升决策准确性的机制，被称为

“信息性影响”［44］。当任务难度较高或输入信息较

为模糊时，不确定性增加，个体更容易将他人判断

视为有价值的参考［21］。此外，个体对信息源可靠

性的评估也会影响信息的整合。例如，高度一致的

群体观点，熟悉或地位较高的同伴的信息更容易被

采纳［32-33］，个体还会根据他人表现出的信心来评

估其信息可靠性，并相应调整自己的判断［13］。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性动物，人类有建立和维

持积极人际关系的需求。获得社会接纳是人类生存

与发展的重要动机，这一机制被称为“规范性影

响”［44］。在生活中，社会接纳被视为一种奖励，个

体通常会服从社会规范以获取认同，而违反规范则

可能遭受孤立或惩罚［45］。因此，即使在刺激明确

的简单任务中，个体在群体中仍可能服从他人错误

的选择［7］。研究发现，社会规范会调节个体的知

觉决策，使其判断向群体观点偏移［17，46］。除群体

压力外，社会互动中还存在互惠现象（即个体在交

流互动中给予对方回报和支持的行为）。在知觉决

策中，互惠体现为个体受同伴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对

方受自己影响的程度：当同伴采纳其意见时，个体

也更倾向于回报性地接纳同伴意见［13，47］。

此外，人们普遍倾向于保持积极的自我评价，

认为自己优于一般人。来自他人或群体的接纳认同

在塑造自我概念中起着关键作用，个体往往通过与

他人保持一致来增强自我形象［3，48］。Stallen等［49］

发现，当被赋予特定群体成员身份时，个体仅在该

群体内表现从众，这一效应并不会扩展至其他群

体。另外，社会比较（即个体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

来评估自身）也具有重要影响，例如与优秀的同伴

互动时常能激发更高水平的自我表现［8］。

这3种动机各有侧重，但在实际社会情境中往

往共同存在且相互作用。随着社会情境变化，它们

的影响力和表现形式会动态调整，使个体能够灵活

适应不同社会环境，优化行为决策。例如，在某些

情境下个体可能更重视社会认同，而在其他情境下

则可能优先考虑任务效率或自身兴趣。总之，社会

影响的心理机制是多层次、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

理解这些基本动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人类社

会行为的本质。

2　社会情境影响决策的计算机制

以往社会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从众

行为的动机探讨［3，44］。这些研究回答了个体为何

会因社会影响而改变决策，而近年来，研究者转向

关注社会影响如何改变个体知觉决策背后的认知和

计算机制。已有研究发现，社会从众行为可以用强

化学习机制来解释：个体在与群体意见不一致时会

产生预测误差信号，进而驱动行为调整［50］。此外，

贝叶斯推断为理解个体如何整合社会信息与个体信

息，更新信念并修正决策以适应群体观点，提供了

重要视角［18，25，37，51］。同时，漂移扩散模型也被广

泛用于探究社会影响是通过知觉偏差还是反应偏差

影响知觉决策。

这3种理论框架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从不同视

角探讨了社会情境作用于决策的过程和结果。强化

学习模型强调社会奖励与惩罚，认为与群体一致可

以提高准确性或带来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强化从

众行为。贝叶斯模型通过概率推断机制，解释个体

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下整合自身经验与社会信息，依

据信息可靠性赋予不同权重，更新信念并调整决

策。漂移扩散模型则将知觉决策描述为在噪声中累

积感觉证据的动态过程，并进一步分解为不同的认

知加工成分，用以揭示社会影响作用于感知与判断

各环节的具体效应。综上，3类模型分别从最大化

奖励、概率推断和动态证据累积等不同视角，共同

构建了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的认知计算理论框

架。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基于这3类模型，系统梳

理社会情境影响决策的计算机制。

2.1　强化学习模型

在强化学习模型中，个体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

交互，不断依据环境反馈的奖励或惩罚来更新自身

的策略。当反馈表明行为正确时，该行为模式会得

到强化；反之，当反馈提示行为错误时，个体会根

据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差异，即“预测误

差”，及时调整行为以获取最大化奖励（图2a）［52］。

在社会情境下，来自他人或群体的反馈和评价构成

了重要的社会性奖赏或者惩罚，对个体的行为选择

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规范为特定文化环境下适宜或

不适宜的行为提供了参照，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可

能导致个体被群体排斥等负性后果。因此，在群体

决策中，遵循社会规范的行为通常被视为正确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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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社会性奖赏，而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则容易遭受

惩罚。这一强化机制驱动个体基于社会反馈修正自

己的决策策略［19］。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决策与群

体意见的冲突程度类似于强化学习模型中的“预测

误差”信号，社会冲突的程度可以有效预测个体后

续的从众行为［50］。这种社会反馈既可能通过信息

性奖励（即利用群体信息提升决策准确性），也可

能通过规范性奖励（即为了获得认同而服从群体意

见） 共同优化个体行为，使其趋向于符合社会

规范。

在知觉决策领域，已有实证证据表明社会反馈

能够通过强化学习机制影响个体判断。Germar

等［46］发现，当个体判断与社会规范（在实验中以

群体多数人的选择或偏好为操作性定义）产生冲突

时，会引发负向预测误差信号。值得注意的是，这

种预测误差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在反复的社会互

动中持续累积，促使个体逐步形成知觉偏差。例

如，在多人决策情境下进行颜色辨别任务时，若个

体判断“蓝色”而大多数人判断为“橙色”，为了

最小化预测误差，个体在知觉加工阶段更倾向于采

纳与社会规范一致的信息（如群体更偏好的橙色），

从而在后续决策中更可能作出符合社会规范的判

断。强化学习理论认为，预测误差信号在决策调整

中起着关键作用，持续推动个体的知觉与社会规范

趋同。这表明社会规范的影响不仅仅源自表面的群

体压力，还能通过强化学习机制逐步内化，即使在

脱离社会情境后，这一内化影响仍可持续存在。

2.2　贝叶斯推断模型

强化学习模型解释了个体在追求社会奖励的驱

动下产生从众行为的机制，但该模型尚未解答个体

在决策过程中如何整合多源信息的问题。在社会情

境中，决策者面临一个关键挑战：如何将自身已有

的知识经验（个体信息）与他人的判断或行为（社

会信息）进行整合？更具体地说，个体如何评估不

同信息的可靠性，并据此赋予权重，从而优化决

策？贝叶斯模型为此提供了一种基于概率推理的理

论框架。基于贝叶斯推断原理，个体可以将先验信

念（自身已有知识或经验）与新获得的外部信息

（如他人反馈）及其可靠性相结合，通过不断更新

后验信念来实现信念的动态调整，从而做出适应性

决 策 （图 2b）。 在 知 觉 决 策 领 域 ， Toelch 和

Dolan［18］构建了社会影响下的信息决策模型，认为

个体能以贝叶斯推断的方式整合个体和社会信息，

进而优化判断。研究者假设，群体中的个体试图对

某一连续环境参数（如水源的方向）进行有效估

计。由于最初对探测目标了解有限，信息的可靠性

通常比较模糊，需要通过反复学习来提升。社会信

息的可靠性学习在计算层面与强化学习类似［53］，

都受预测误差驱动。个体通过观察他人反应及其信

心水平［24］，动态评估社会信息的准确性，并根据

不同信息源的可靠性为其分配相应权重。通常情况

下，人们倾向于赋予自身掌握的信息更高的权重，

与社会信息进行动态平衡。整个决策过程中，信息

源的权重不断调整，以实现信念与行为的持续优

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贝叶斯模型与强化学习模

型都包含误差最小化的计算过程，但二者存在本质

区别：贝叶斯模型强调通过先验和新证据的概率整

合，动态更新信念以应对不确定性，而强化学习则

侧重于通过奖惩反馈最大化行为收益，从而优化行

为策略。

研究者将贝叶斯决策模型应用于Asch的从众

实验［18］。该实验要求被试选择与目标刺激长度相

等的线段。为了增加可信度，研究者引入了中性试

次（即大多数人会做出与实际呈现刺激一致的正确

判断），让被试相信其他同伴具备较高的判断准确

性，而在设计的关键试次中，大多数同伴会选择相

同的错误答案，此时，“贝叶斯决策者”需整合社

会信息重新做出选择。模型假设所有同伴的错误率

大致相当，因此每个人的判断被赋予相近的权重。

当同伴错误率较低时，社会信息的可靠性较高，与

群体不一致的判断正确概率较低，从概率最优角度

出发，服从群体意见是理性选择。在Asch［7］的研

究中，被试独自完成线条判断任务时错误率低于

1%，但在社会影响下，超过 75%的被试至少有一

次服从错误答案的从众行为，整体来看有 37% 的

被试在一半及以上的关键试次中服从多数人的错误

选择。这一结果表明，即使在简单知觉任务中，个

体仍能以贝叶斯推断方式整合个体与社会信息，并

适时修正决策。从信息性影响的角度看，当自身判

断不确定性较高而群体高度一致时，服从大多数人

的意见是贝叶斯决策的合理选择［18］。

目前，贝叶斯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各类决策领

域，为理解决策过程中信息整合的内在机制提供了

有力理论支持。知觉决策相关研究表明，个体能够

以贝叶斯推断的方式动态更新对任务的初始信念和

置信度，综合权衡自身信念的不确定性与社会信息

的可靠性，更新信念并相应调整行为决策［25，51］。

然而，尽管贝叶斯模型精准描述了个体如何整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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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信息，却未能解释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如何随时间

累积感觉信息证据并做出判断，这正是漂移扩散模

型可补充和拓展的关键。

2.3　漂移扩散模型

序列抽样模型是一种描述决策过程的重要数学

模型，其核心假设是个体在多个选项间的决策过程

可以通过逐步累积带有噪声的感觉证据来描述，一

旦证据累积到某个选择的决策阈值，个体便会做出

相应反应。当前知觉决策领域中广泛使用的标准序

列抽样模型是Ratcliff［54］提出的漂移扩散模型。该

模型通过拟合被试选择和反应时的数据分布，能够

将知觉决策分解为不同的认知加工成分，包括对感

觉证据的累积、决策标准的设定以及决策的时间特

征等方面（图2c）。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预

测多选择任务中的决策过程，也为研究人类决策机

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定量工具。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研究者使用漂移扩散模型

来探究社会情境对知觉决策的作用机制：社会影响

是否能真正改变个体的知觉加工过程，抑或是短暂

的行为层面的改变？理论上，社会影响导致决策偏

差的认知机制可以分为知觉偏差和反应偏差两种。

前者是指社会情境或者他人选择改变了个体对感觉

信息的加工方式。在漂移扩散模型框架下，知觉偏

差主要体现在感觉证据积累的速度变化上（即漂移

率（drift rate）），反映了个体对相关刺激加工效率

的调整。例如，在群体观点影响下，支持多数人意

见的证据累积速度更快［46］。相较之下，反应偏差

则强调社会影响主要通过改变个体的主观反应倾向

来调整决策，而未实质影响感觉信息本身的加工。

在模型参数上，这一机制通常对应感觉证据积累起

始点（starting point）的偏移，体现了个体在决策

前就存在的先验倾向。例如，为避免群体排斥，个

体的证据累积起始点会更靠近群体意见的决策边

界。目前，已有神经科学研究探索了这些模型参数

与神经活动的关联。例如，漂移率的变化反映了在

决策过程中证据累积过程的动态特性。当漂移率增

加时，顶内沟外侧 （lateral intraparietal cortex，

LIP）神经元的放电频率会随着证据的不断累积而

逐步升高［55］。此外，漂移率的提升还可表现为偏

侧 化 准 备 电 位 （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

LRP）潜伏期的缩短，提示神经系统对信息的加工

效率提高［22］。而起始点的偏移则被发现与对默认

选 项 的 主 观 偏 好 相 关 ， 腹 内 侧 前 额 叶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的激活强

度能够反映这种先验偏好的强弱［56］。这些发现揭

示了模型参数变化可能对应不同神经机制，但其具

体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大多数研究利用漂移扩散模型发现，社会影响

主要引起知觉偏差，进而导致决策向社会规范偏

移［5，17，22，46］。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社会影响主

要通过反应偏差作用于知觉决策［57］。Toelch等［57］

研究发现，有效的社会信息可以提高决策准确率，

这一效应在模型中表现为起始点的偏差，即社会信

息通过改变决策标准来影响知觉决策。该研究结果

与先前研究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是：先前研究中被试

在决策前已经知晓了大多数人的选择，而在该研究

中物理刺激与社会信息是同时呈现的，被试可能没

有充分的时间整合社会信息与自身感知的信息，因

此只能通过主动调整决策标准，使其偏向与社会信

息一致的方向。综合现有证据表明，社会影响通过

两种机制影响知觉决策：一方面，当强大的社会压

力存在时，会引发短期的反应偏差，进而导致从

众；另一方面，社会规范能引发持久的知觉偏差，

从而引发长期的规范遵守［46］。Zhan 等［23］的研究

验证了社会影响导致长达数周稳定的视知觉改变。

Germar等［17］的研究也证实，社会规范学习会导致

个体对规范一致信息的累积偏差，即在决策过程中

更多累积符合社会规范的感觉证据并进行加工。该

知觉偏差即便在离开群体之后也依然存在，因此个

体在独自决策时仍会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选择。总

体而言，尽管知觉决策的变化在特定情境下可能源

于决策标准改变所引发的反应偏差，但更多的证据

支持知觉决策的改变主要源于知觉偏差。

以上3类模型对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的解释

并非完全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补充和交叉

应用。强化学习模型强调社会影响能通过反馈学习

机制作用于个体的知觉决策。这一理论强调行为后

果的价值评估，以及基于经验与环境反馈的动态调

整机制，从而有助于解释个体如何通过社会性反馈

的学习改变行为，特别是在面临规范冲突时的适应

性调整。然而，目前利用强化学习理论解释知觉决

策的研究相对有限，仍需进一步实证支持，并考察

不同动机下的机制差异。贝叶斯模型则揭示了个体

在社会情境下如何整合多元信息，并通过评估信息

的可靠性更新信念，从而更灵活地调整对外部环境

的判断，以适应不同的社会情境。漂移扩散模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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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描述决策过程中感觉证据随时间累积的动态变

化，为解析知觉决策机制提供了定量工具。基于3

类模型的互补视角，结合神经影像学手段，未来的

研究有望更系统地阐明社会影响下知觉决策的认知

神经机制。

3　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的神经机制

近年来，随着神经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研究

者得以深入探究社会情境对知觉决策过程的神经机

制。已有证据表明，社会影响可通过多层次神经机

制作用于知觉决策：一方面，社会情境能够调节早

期视觉皮层活动及注意分配过程，直接影响感觉信

息的编码与整合；另一方面，社会因素也能通过激

活奖赏系统、情绪网络及社会认知脑区，自上而下

地影响知觉决策过程。本部分将从低水平感知加工

和高级认知过程两个层面，探讨社会情境作用于知

觉决策的神经环路及其功能特性。

3.1　社会影响调节早期知觉加工的神经机制

本节聚焦于社会影响如何通过调节知觉决策的

早期感知与注意加工环节发挥作用。Shadlen等［58］

的早期电生理实验记录了清醒猕猴在随机点运动方

向辨别任务中的单个神经元活动，发现顶内沟外侧

不仅接收并整合多种感觉信号的输入，更重要的

是，还能编码与感觉证据累积相关的决策变量，并

预测猴子的选择。有观点认为，社会影响导致的选

择改变或决策速度的变化，可能体现在该区域的神

经活动中［4］。知觉决策依赖于顶叶皮层对感觉信

息的持续整合，而社会情境因素可通过自上而下地

调控顶叶皮层的感觉证据累积过程显著改变决策输

出。这种调控机制使得顶叶神经活动模式能够作为

预测从众行为的有效生物标记［59］。此外，Berns

等［60］利用脑成像技术研究了群体压力下进行心理

旋转任务时的神经机制。结果显示，当个体服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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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Computational models explaining social influence on decision making
图2　社会情境影响决策过程的计算模型示意图

（a）强化学习模型。个体（智能体）根据环境的状态和奖励不断调整其行为，以优化决策并实现奖励最大化。（b）贝叶斯推断模型。个体

基于已有的信息进行初次判断，随后通过观察群体判断获取社会信息。个体将根据初次判断和群体判断各自的可靠性分配权重，并整合形

成二次判断。从初次判断到二次判断的变化可通过信念更新进行预测。（c）漂移扩散模型。该模型将知觉决策建模为在噪声环境中动态累

积感知证据直至达到决策边界的过程，通过分解不同认知加工成分揭示社会信息作用于感知与判断各环节的具体机制。该模型有4个关键

参数：漂移率（drift rate，v）体现信息加工效率；起始点（starting point，z）反映决策前的初始偏好倾向；决策边界（decision boundary，α）

表征决策阈值；非决策时间（non-decision time，t0）包括感觉编码和动作执行耗时。图中灰色箭头表示基准决策过程；蓝色箭头表示起始

点偏移的情况，其起始点更靠近选项1边界，因此累积较少感觉证据即可达到决策阈值；橙色箭头表示漂移率偏移的情况，其斜率更大，

反映了更高效的感觉证据累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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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错误选择时，右侧顶内沟 （intraparietal sulcus，

IPS）和枕上回（superior occipital gyrus）区域的激

活增强，这些区域正是心理旋转任务特异性激活脑

区，支持了从众行为主要源于社会影响对早期知觉

加工的调节。Kelly 和  O’connell［61］ 的研究也发

现，感觉证据累积与偏侧化准备电位密切相关，其

波幅的增大对应于跟随多数人选择所导致的漂移率

提升。这些研究共同表明，社会影响确实能够改变

与感觉证据累积相关的神经活动。

研究者考察了社会影响对视觉皮层神经活动的

调节作用，发现群体压力能够自上而下地调节早期

P1成分，影响视知觉加工。Trautmann-Lengsfeld和

Herrmann［62］ 发现，当个体服从错误的群体意见

时，其P1成分波幅会显著降低，而服从正确群体

意见时则表现为P1波幅的增强。类似地，Zanesco

等［20］发现，面对模棱两可的刺激，若与群体意见

相冲突，P1波幅出现增加，个体随后倾向于修正

自身的判断。除了群体压力的即时影响外，社会互

动中的社会比较机制同样会影响基本视觉感知。例

如，在光栅朝向辨别的知觉学习中，与单独训练相

比，双人互动训练中个体的表现更易受优秀同伴的

影响，表现为学习效果更佳、进步更快。脑成像研

究发现，双人训练时，个体的早期视觉皮层

（early visual cortex，EVC）对任务相关刺激的表征

更加精细，且与社会认知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和双侧顶叶

皮层 （bilateral intraparietal lobe） 的功能连接增

强［8］，进一步支持了社会情境能在知觉决策过程

中直接改变早期视觉皮层的神经活动。

除了对感知加工机制的影响外，已有研究提

出，社会情境还可以通过调节注意分配过程，进一

步影响个体的知觉决策。相关实验发现，在社会交

互情境下，个体执行知觉辨别任务时，与早期注意

加工相关的N1波幅显著增大，提示社会影响可能

促进更多的注意资源投入到任务相关的信息加工过

程 中［22］。 Germar 等［63］ 提 出 了 注 意 对 齐 假 说

（attentional alignment hypothesis），认为社会影响会

使个体偏向于注意与社会规范相一致的刺激特征，

由此促进从众行为。利用稳态视觉诱发电位方法，

研究者发现社会规范能引导个体选择性地增强对规

范一致特征的注意，同时抑制对规范不一致特征的

注意；即便社会规范信息消失，这种注意偏差依然

存在［63］。该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社会影响能够持续

改变感知觉的早期注意过程。

3.2　社会情境下高级认知加工影响知觉决策的神

经机制

社会情境对知觉决策的高级认知加工环节具有

重要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奖赏、情绪与心智化等

过程。在奖赏加工方面，当个体与他人或群体的意

见一致时，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VS）得

到激活［64］，驱动个体更倾向于采纳群体意见。当

个体选择与群体意见不一致时，在 250~350 ms时

窗内会诱发更强的内侧额叶负波 （medial frontal 

negativity，MFN）。MFN对强化学习中的预测误差

高度敏感，其波幅随个体与群体不一致程度的增加

而增强。这种结果与预期间的差异会促使个体在随

后的决策中修正选择，以缩小与群体的分歧［65］。

此外，Zhang和Gläscher［66］发现，即时的社会影响

可通过右侧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之间的功能耦合发挥作用；

同时，社会预测误差（即与同伴选择的一致性）和

奖励预测误差共同在壳核（putamen）中被表征，

表明大脑的奖赏中枢和社会中枢构成互相协调的神

经网络，共同支持社会影响对决策的调节［66］。

在社会情境下，渴望被社会接纳的动机会通过

情绪加工的调节进一步影响决策。当个体被群体接

受时，不仅奖赏相关脑区被激活，还会产生积极情

绪。当个体在知觉决策中选择与同伴保持一致时，

除了右侧尾状核（caudate）等脑区有显著激活外，

与社会接纳和情绪状态相关的膝下前扣带回

（subgenual ACC）也会被激活，表明个体的从众行

为可能受到群体认同所引发的积极情绪的调节［49］。

另一方面，群体排斥会引发消极情绪，伴随着背侧

前扣带回皮质 （dorsal ACC） 和前脑岛 （anterior 

insula，AI）等与惩罚和消极情绪加工相关脑区的

激活［67］。在社会互动中，个体选择与群体不一致

时会激活参与情绪调节的杏仁核（amygdala），而

与群体对抗导致的社会孤立则会激活尾状核［60］。

为了避免社会排斥及其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个体

更容易受社会压力影响而选择服从群体。

心智化能力是支持社会影响的另一项重要高级

认知机制。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指出，个体

具有理解和推测自身与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包括

信念、意图和情感等，这种能力有助于人们解释和

预测他人行为，并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68］。背

内侧前额叶皮层 （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和颞顶联合区在处理社会信息和推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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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理状态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8-70］。在双人决

策中，个体更容易受到易感性高（即容易受他人影

响）的同伴的影响［47］。背内侧前额叶皮层和颞顶

联合区追踪了同伴的易感性，并在决策修正阶段增

加了与背侧前扣带回皮质的功能耦合［13］，表明心

智化能力在社会互动中显著影响个体决策过程。进

一步地，在接受实时社会影响后，个体往往还需要

整合自我与社会信息进行信念更新，这一过程涉及

与推理功能相关的背内侧前额叶皮层［51］。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社会影响不仅作用

于早期知觉加工、信息整合和注意分配阶段，还通

过奖赏、情绪以及心智化等高级认知过程调控知觉

决策。相关神经机制涉及多个脑区，包括参与视知

觉及注意功能的早期视觉皮层和顶内沟，以及与高

级认知相关的腹侧纹状体、杏仁核、脑岛、前扣带

回、颞顶联合区及前额叶皮层（图 3），揭示了社

会情境对知觉决策自上而下的多层次调控机制。未

来研究应从多尺度神经层面揭示不同社会情境对知

觉加工及决策过程的具体作用机制，并据此构建系

统阐释社会影响调控知觉决策的层级化神经网络

模型。

4　应用、总结与展望

4.1　相关认知障碍研究与应用

许多认知障碍表现为知觉加工和知觉体验的改

变，如孤独症谱系障碍和神经性厌食症等［11］。深

入探讨社会情境对这些疾病的影响，不仅有助于理

解其发病机制，也为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以社会交往障碍和刻板

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障碍，多在儿童期发

病。这类患者往往表现出在社会互动和感知觉加工

等方面的异常。与神经发育正常儿童相比，孤独症

儿童在知觉决策过程中较少因社会影响而产生从众

行为，表现出对社会压力的较强抵抗性［16］。基于

漂移扩散模型的研究表明，12岁以上的神经发育

正常个体对社会影响的敏感性源于知觉决策中感觉

证据积累的系统性偏差，即有偏向性地加工与社会

规范一致的感觉输入信息［12，23］。相比之下，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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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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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brain regions involved i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ntext on perceptual decision-making
图3　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涉及的脑区示意图

社会情境影响决策的过程涉及多个脑区的活动，包括早期视觉皮层和顶内沟等视知觉及注意功能相关的区域，以及腹侧纹状体、杏仁核、

脑岛、前扣带回、颞顶联合区及前额叶皮层（背外侧、背内侧、腹内侧）等高级认知相关区域。矢状图为右脑图。脑模板来自Servier 

Medical Art （https://smart. servier. com/）（CC BY 4.0许可）。 Insula：脑岛； IPS：顶内沟；EVC：早期视觉皮层；TPJ：颞顶联合区；

Amygdala：杏仁核；ACC：前扣带回；dlPFC：背外侧前额叶；dmPFC：背内侧前额叶；vmPFC：腹内侧前额叶；VS：腹侧纹状体。



·2578· 2025；52（10）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Prog. Biochem. Biophys.

症儿童在决策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信息整合缺

陷：社会信息对其感觉证据积累速率的调节作用较

弱，因此难以有选择性地处理符合社会预期的信

息［12］。这一现象与贝叶斯理论框架下的“弱先验

假说”［71］相符，孤独症儿童不易受到自上而下因

素（包括社会因素）的影响，更依赖自下而上的感

觉信号，其决策过程以即时感官证据为主导，因此

对社会影响的敏感性较低。进一步神经生理学研究

发现，相较于普通儿童，孤独症儿童的脑后部基本

节律（posterior basic rhythm），呈现出发育更快和

提早成熟的特点［72］。该节律的发育进程被认为与

视觉加工、注意分配等认知能力的发展密切相

关［73］。这种脑功能的异常发育，可能削弱孤独症

儿童的社会信息整合能力，进而导致其对社会影响

敏感性较低和从众倾向较弱。

神经性厌食症是一种以极端限制饮食、对身材

和体重有严重扭曲认知为核心特征的进食障碍，多

见于青少年女性。患者通常过度关注自身体型，对

外界评价高度敏感。神经性厌食症的发生和发展与

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家人、同龄人及社交媒体的观

点和态度被认为是引发饮食失调和身体形象问题的

重要社会因素［74］。研究发现，父母对青少年体重

体型的批评与其进食障碍症状显著相关［75］。厌食

症患者往往会扭曲自我形体的感知，倾向于高估自

身体型并对身材不满意，认为体重较轻者更具吸引

力。这一异常评价标准既与顶叶、前额叶皮层、脑

岛和杏仁核等身体信息感知和情感相关脑区的功能

异常有关［76-77］，也与社会环境的持续影响密不可

分。有研究表明，在年轻女性群体中，频繁参与

“贬低肥胖”讨论（如贬低身材、鼓励瘦身等）显

著增加其饮食失调的风险［78］。Sang 等［79］采用视

觉适应范式发现，即使短时间暴露于异常偏瘦或偏

胖的体型图片，仍会显著改变个体对正常身材的主

观估计，且这种偏移效应在短期内仍可持续存在。

由此推测，若个体长期处于“以瘦为美”的媒体环

境下，持续接触或偏好较瘦体型的图片，可能会导

致更为持久的体型认知偏差，从而增加发生进食障

碍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环境亦能正向调节

个体评价标准。研究显示，当群体规范反对“贬低

肥胖”时，成员对朋友体型的接纳度显著提高［78］。

因此，通过调节社会规范、营造支持正向身体观的

社会环境，有望降低个体罹患神经厌食症的风险。

比较而言，孤独症和神经性厌食症的一个共同

点在于，二者在社会背景下的决策任务中均表现出

对社会影响敏感性的异常，但具体表现方式有所不

同：孤独症个体受到社会因素自上而下的调控较

弱，而厌食症个体则更为敏感。未来研究可从社会

影响与知觉决策的视角，重点关注感觉表征脑区与

奖励、社会认知等脑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异常，为

孤独症和神经性厌食症的干预与预防提供机制性

见解。

4.2　总结与展望

知觉决策会受到自上而下的社会情境影响而发

生改变，往往向他人或群体一致的方向偏移。这种

影响可能导致决策偏差，但也有助于个体通过评估

并采纳高质量的社会信息，提升决策表现。驱动决

策调整的动机包括提高决策准确性、获得群体认同

以及维护积极的自我概念。在这一过程中，群体特

征、同伴属性、信心水平及人格特质等因素共同调

节着社会影响的效应。在青春早期阶段，个体逐渐

具备将社会影响融入自身决策过程的能力，这也体

现了社会影响的进化基础。根据不同的理论框架，

社会影响下决策的变化有多种解释。强化学习模型

认为，这反映了个体为减小与他人或群体决策之间

的“预测误差”而不断调整自身判断的过程；贝叶

斯理论框架将其理解为个体对自身信息与社会信息

及其可靠性的综合权衡后做出的最优决策；漂移扩

散模型则可以追溯社会影响在决策过程中直接引发

的知觉偏差。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影响能

作用于早期视觉皮层，通过调节刺激特征的基本加

工及注意分配过程，使个体选择性地关注他人或群

体偏好的刺激特征。此外，社会影响还可通过奖赏

机制、情绪体验以及心智化加工等高级认知过程发

挥调节作用。例如，与他人或群体一致的决策会激

活奖赏系统，增强积极情绪体验。同时，对自身与

他人心理状态的推测也会促使个体调整决策，趋向

于与群体保持一致。

尽管现有研究初步揭示了社会情境对个体决策

行为的重要影响及其计算神经机制，但仍存在若干

关键问题亟待深入探索。首先，当前研究主要关注

社会影响的即时效应［8，17，46］，而新近证据表明社

会情境可能通过神经可塑性产生持久的感知觉改

变。这种长期塑造作用的条件、时程规律及神经基

础仍有待解析。其次，信心作为核心元认知过程，

其 动 态 变 化 显 著 调 节 着 社 会 影 响 的 效 应 强

度［13，23，47］。任务难度也会通过影响个体信心进而

影响决策。这种双重调节机制提示可能存在层级化

的社会信息整合模型，未来研究可通过实验操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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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算建模来解构这一交互作用。此外，自闭特

质、社会易感性和集体主义倾向等个人特质，可能

通过调节社会信息权重分配影响决策。未来研究可

从“特质-神经环路-行为”的角度探讨不同人群受

社会情境影响的机制。这不仅有助于阐明“社会大

脑”的决策运作原理，同时也为改善认知障碍群体

的社会功能提供理论依据。值得一提的是，计算建

模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不同模型间存

在优势互补：强化学习模型可以考察基于社会反馈

的行为适应机制，贝叶斯模型能通过动态更新信念

以量化社会情境对知觉决策的影响，漂移扩散模型

则能描述决策过程中动态的感觉证据累积。3类模

型从最大化奖励、概率推断和动态证据累积3个维

度，构建了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的多层次理论框

架。这种模型互补性使研究者能够根据研究问题灵

活整合多种模型，更全面地解释知觉决策的认知机

制。未来通过整合不同建模方法，有望建立更完善

的理论框架，深入刻画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的计

算过程。

探索群体决策的动态交互规律、人机交互影响

及其跨层次神经机制也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当

前研究多聚焦于社会交互前后的决策变化，往往忽

视了真实情境中个体基于动态实时信息进行决策调

整的过程。因此，亟需发展将动态实验范式与计算

建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精确刻画群体决策中信

息在成员间的传递、放大和修正过程。通过实时追

踪个体在社会动态中的行为调整，可以揭示群体决

策的信息级联机制，进而阐明社会影响的传播路

径［80］。此外，目前对于社会影响究竟导致决策偏

差还是优化任务表现的边界条件暂不明晰，这也是

未来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随着机器人及大语

言模型的发展，人机交互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越来越

紧密。现有研究表明在人类与机器人混合群体中也

存在社会影响，但其强度通常弱于与真人实时互

动。不过，关于人机交互引发社会影响的具体效

应，目前研究结果尚存争议［15，34］，其潜在机制是

否与人类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同，也有待进一步探

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大多数实验采用计算机程

序模拟同伴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生

态效度，后续研究需要考虑提高实验设计中互动情

境的真实感［81］。在神经机制方面，未来研究应系

统探讨社会影响如何在感知觉加工与高级认知过程

之间形成跨层次交互与协同作用，进而调控知觉决

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整合性神经网络模型，为社

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过程建立系统的解释框架。

在应用层面，推动社会情境影响知觉决策的研

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感知觉是注意、记忆和推理

等认知加工的基础，阐明社会影响作用于知觉决策

的计算神经机制，为理解和优化现实中的各类复杂

决策提供了重要思路。在社会决策领域，群体极化

常常会降低决策质量。理解社会互动中决策偏差的

形成机制，为优化个体或群体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和实践指导。例如，在企业决策［82］或医疗会诊

中，完善群体内部信息共享机制，可有效避免从众

效应或决策极化现象，从而提升协同决策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在人机交互领域，将社会情境影响决策

的认知模型融入智能系统，有望增强系统的适应性

及用户体验。具体而言，在教育辅助程序中增加模

拟同伴互动或群体学习情境，有利于提升用户的沉

浸感和学习效果，在社交应用中利用人工智能增强

社群功能，有助于加强用户的情感认同与社区粘

性，并提高社交互动满意度［83］。更重要的是，社

会影响相关研究为认知障碍的病因诊断和干预方案

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工具［12，79，84］。关注孤独症

谱系障碍、神经性厌食症等社会认知障碍患者在社

会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及其脑机制，开发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如机器人互动［85］、虚拟现实社交训练、

基于脑机接口的社交脑网络调控技术等），有助于

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并促进其适应能力。展望未

来，应多维度、跨层次地持续探索社会情境影响下

的知觉决策机制，进一步推进脑机接口与计算神经

机制的融合研究，为基础研究与应用实践搭建更坚

实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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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ical abstract

   Social context affects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gBias behavioral choices toward social conformity

gModulate perceptual processing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Computational models

Motivations

g External: group characteristics, peer attributes
 

g Internal: confidence, personality traits, development 

Moderating factors

Neural mechanisms

gPerceptual processing: sensory representation, atten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gHigher-order cognition: reward processing, emotion and motivation, mentalizing

gReinforcement learning

gBayesian inference

gDrift diffusion model

gInformational influence: improving decision accuracy 

gNormative influence: seeking social acceptance

gSelf-concept maintenance: preserving positive self-image

Abstract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individuals make choices and judgments 

based on sensory information, serving as a fundamental ability for human adaptation to complex environments. 

While traditional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in isolated contexts, growing evidence 

highlight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social contexts prevalent in real-world scenarios. As a crucial factor 

supporting individual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ocial context not only provides rich information sources but also 

shapes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top-down processing mechanisms, prompting researchers to recognize 

the inherently social nature of human decision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social information, such 

as others’  choices or group norms, can systematically bias individuals’  perceptual decisions, often manifesting as 

conformity behaviors. Social influence can also facilitate performanc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particularly when 

individuals can accurately identify and adopt high-quality social information. The impact of social context on 

perceptual decisions is modulated by a variety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including group characteristics     

(e. g., group size, response consistency), attributes of peers (e. g., familiarity, social status, distinction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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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and artificial agents), as well a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uch as confidenc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 The motivations driving social influence encompass three primary mechanisms: improving 

decision accuracy through informational influence, gaining social acceptance through normative influence, and 

maintaining positive self-concept. Recent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have employed divers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underlying social influence in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models demonstrate how social feedback shapes future choices through 

reward-based updating. Bayesian inference frameworks describe how individuals integrate personal beliefs with 

social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reliabilities, dynamically updating beliefs to optimize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 Drift diffusion models offer powerful tools to decompose social influence into distinct cognitive 

components, allowing researcher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changes in perceptual processing and shifts in decision 

criteria. Collectively, these models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 for disentangling the 

multiple pathways by which social context shapes perceptual decisions. Neuroimaging and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ies provide converging evidence that social context influences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through multi-level 

neural mechanisms. At early perceptual processing stages, social influence modulates sensory evidence 

accumulation in parietal cortex and directly alters primary visual cortex activity, while guiding selective attention 

to stimulus features consistent with social norms through attentional alignment mechanisms. At higher cognitive 

levels, the reward system (ventral striatum,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is activated during group-consistent 

decisions; emotion-processing networks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insula, amygdala) regulate experiences of 

social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and mentalizing-related brain regions (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support inference of others’  mental states and soci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se 

neural circuits work synergistically to achieve top-down multi-level modulation of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social context shapes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has broa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se insights inform the optimization of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the design of 

socially adaptiv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systems, and interventions for cognitive disorders such a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anorexia nervosa.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mbine computational modeling and 

neuroimaging approaches t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 the multi-level and dynamic nature of social influences on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Key words　perceptual decision making, social influence, top-down processing, computational modeling, neura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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